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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始陶纹印记抑埴现象脞徵史前陶作与玺印生发的关联

基于原始陶纹印记抑埴现象

脞徵史前陶作与玺印生发的关联

郭清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原始陶器图纹印记及玺印考古实证材料的搜集，用来比较、考证完整意

义上的玺印出现之前的史前陶作与玺印生发的关联。文中阐明，从公元前18000—公元前17000年间

万年仙人洞遗存原始陶片的抑埴图纹、印记来看，自史前人类陶作的发轫，便孕育了玺印的萌芽，

并以其自身固有的历史演进程序而自成体系。如若认可史前陶器（片）抑埴图纹印记乃玺印原生态

的表现形式，那么，印史可上溯到万年仙人洞人类早期制陶活动时期。换言之，玺印的出现并非某

一地区、部族的专属，当一个集群部落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能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发明、创造

出来；它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其生发演进过程中，依自身需求而加以吸

收、融合、改进和完善。以社会发展学的理念审视，原始陶器图纹印记的抑埴行为现象，必然直接

导致玺印生发。

关键词：原始  陶器  图纹  印记  抑埴

图纹、印记作为人类早期文明活动的凭信标识和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有着伴随文明生发的历

史。尽管所处地域生态与文化关系不尽相同，但在承载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共同存在着抑埴行

为现象的普遍性。

图纹、印记抑埴现象作为制陶手段和玺印生发的基元，从文字学角度检点，多有反映。如

“印”字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1]，《古籀汇编》释曰：“《说文解字》， ，按也，从反；印俗

从手作抑，又印注，执政所持信也，从爪卪。卜辞‘ ’字从爪，从人跽，象手抑人而使之跽。其

谊如许书之抑，其字形则如许书之印。”[2]故凡印之属皆存此意。从古音韵学探赜，单音词时代的

“印”叫做“印”或“玺”，本意都作动词之解，缘于两者古音相近，韵部相同，后同转化为名

词，故共引之为印章之称。

“抑埴”一词，初见于《淮南子·齐俗》：“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3]所谓

抑，即“ ”，按也，从反印，子棘切；抑俗从手”[4]，故存“按”意。换言之，“抑”之本字实

[1]　刘钊等：《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513页。

[2]　徐文镜：《古籀汇编》第九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

[3]　《辞源》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0610页。

[4]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7页上。



世界图纹与印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14

为“印”字。埴，即“黏土也，从土直声”[1]。又《书·禹贡》：“厥土赤埴墳。”《管子·君臣

上》：“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庄子·马蹄》：“陶者曰：我善治埴。”[2] 如此

等等，皆与黏土和制陶之泥有关。李学勤先生在诠释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著录的商代三玺

之一“田字格”四字玺（图1）时，将其解读为“ 旬抑直”（图2），并有“玺文云‘抑埴’，只

能理解为钤印封泥或近似的行为，例如用以钤印陶器，同于后世玺印”[3]之说。这是关于“抑埴”

一词具有玺印功用与按压行为的唯一实证。

图1  商代田格四字“ 旬抑直”玺

2.8厘米×2.0厘米
图2  李学勤释“ 旬抑直”玺文

基于原始陶器图纹印记抑埴现象视角的分析，从考古学意义征考，玺印抑埴行为之源可上溯到

中石器时代（公元前18000—公元前17000年）以前人类早期的制陶活动时期。傅嘉仪先生在《印的

起源》一文中指出：

中国印章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创造的改革史，从制陶压捺手法，纹饰制作，泥封和使用，

都与制陶的工艺息息相关。随着考古文物事业的发展，玺印文化的深入研究，关于中国印章起

源的探讨将会日渐明确。[4]

傅氏之论源于叶伟夫先生“就印章的戳压和再现其内容的这一形式来说，陶拍是印章的雏

形”[5]观点的认可与上溯。于此，学人多有备述，更有业界专家、学者的精研深论难以逾越。早在

20世纪50年代，林惠祥先生便把福建河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拍式抑埴工具称为“乌石岽陶

印”[6]。从现有资料看，玺印缘于早期制陶抑埴工具陶拍、陶戳演化的观点已趋于业界认同；但对

于“以社会发展学理念审视，原始陶器图纹印记的抑埴行为现象，必然直接导致玺印生发”的观

点，直陈论断者鲜矣。

[1]　许慎：《说文解字》，第286页下。

[2]　《辞源》一，第0610页。

[3]　李学勤：《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中国书法》2001年第12期，第8—9页。

[4]　傅嘉仪：《印的起源》，《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画报社、西泠印社

1997年版，第1—35页。

[5]　叶伟夫：《中国印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6]　林惠祥：《福建省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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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抑埴图纹印记承受客体之史前孑遗

陶器作为抑埴图纹印记的承受客体之一，它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恩格斯指

出：“人类从野蛮低级阶段向文明阶段的发展，是以学会制陶术开始的。”[1]考古发现证明，我国

作为世界上最早制用陶器的地区之一，中华先民早在距今万年之前，便已经开始了以黏土经高温烧

结方式的制陶行为。与此同时，缘于抑埴现象的出现，致使图纹印记也开始用于抑埴陶器之上。这

种行为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导致玺印生发的“生命之源”。从社会发展学观点分析，如若认可抑

埴于原始古陶器的图纹印记为玺印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也正是这个简单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了

玺印的生发；那么，玺印的发展史则可上溯到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0—公元

前7000年）之前。

大量的考古实践证实，原始陶器上图纹印记抑埴现象的出现，缘于加固胎壁，以防止和弥补

泥坯在晾晒、烧制过程中因收缩而造成变形、开裂、破碎现象的发生，而美化、装饰器物的功用则

次之。依据这个观点分析，伴随着陶器图纹印记的出现，其抑埴工具（如陶拍、戳、模）也应随之

出现；但由于各类因素与缘故，致使所能见到的抑埴工具实物极其少见。相反的是，经多年考古发

掘，带有抑埴图纹印记的原始陶器或残片实例，却有大量的遗存发现可考。

（一）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洞穴遗址的图纹、印记陶片遗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考古界先后对江西万年县仙人洞与吊桶环两处史前人类栖息洞穴遗址进

行了五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夹粗砂厚胎陶器残片与栽培稻植硅石。据测定数据显示，仙人洞

最早的人类活动时间大致在距今20000—15000年之间[2]。

2009年，北大、哈佛、波士顿三大名校联合对仙人洞陶器年代作进一步研究，重新清理考古

地层剖面并采集系列样品。对陶片和14C测年样品层位关系开展地层显微结构分析，结果显示：所

测定的地层样品数据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最终证实遗址所出陶片距今20000—19000年，比东

亚和其他地区陶器早2000—3000年。洞穴内的遗存证明这些陶器是在末次冰盛期由采集狩猎者所制

造的，可能被用做炊煮器。说明陶器在农业出现以前一万年，甚至更早就被制造和使用了。[3]仙人

洞遗存陶器作为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成型陶器的最早年代已成定论，并被评选为美国《考古》杂志

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其中夹粗砂的抑埴凹点图纹陶片（图3）[4]、抑埴绳纹及刻划纹陶片（图

4）[5]，除作为考古学编年与陶器起源研究的珍贵资料，更是研究印学史的原始学术支持。

[1]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第4期。

[3]　吴小红、张弛、保罗·格德伯格、大卫·科恩、潘岩、蒂娜·阿平、欧弗·巴尔-约瑟夫：《江西仙人洞遗址

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Xiaohong Wu， Chi Zhang， Paul Goldberg， David Cohen， 

Yan Pan， Trina Arpin， Ofer Bar-Yosef （2012）.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 

336， 1696-1700.

[4]　杨雪、朱文新：《万年仙人洞出土最古老陶器入选2012年全球十大考古发现》，《上饶之窗》2012年12月24日。

[5]　陈艳伟：《世界最早陶器出自万年仙人洞》，《江南都市报》201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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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带有抑埴凹点印纹的夹粗砂厚

胎陶罐残片

图4  带有抑埴印纹的夹粗砂厚

胎陶罐残片

在发现的陶器（片）中，夹粗砂陶片的凹点系用圆头棍棒类工具抑埴而成，是人类原始的一种

本能行为所致，就目前考古年代来说，称之为“抑埴祖纹”不为过，其意义也远不止于印学。其绳

纹陶多系以缠绕或刻划绳纹的陶、木工具抑埴而成，最初目的就是为防止胎裂，次而渐有美化、装

饰之用。除此，绳纹陶凹凸器表，于炊事火烧可有增加吸热量兼具减缓剧热、骤冷破坏作用，似这

类原始图纹印记沿用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二）广西桂林象山甑皮岩遗址的图纹陶片

1965年发现的广西桂林象山甑皮岩遗址，史前遗存一至五期共发掘陶制品439件（另有未定名

器45件）、夹砂陶片921片[1]。第一期仅一件“双料混炼”[2]技术制作的成型陶器，简称“甑皮岩首

期陶”，定名“陶雏器”（图5）[3]：器为断裂的两片陶器残片，烧结温度极低，胎质疏松，距今

12000年。遗址第五期文化层的陶片更是出现了戳印、水波、曲折、刻划等多种纹饰，据相应蚌螺

壳的测定数据，距今11310±180年[4]，上海博物馆的测定年代为距今10370±870年到9240±620年。

该遗址陶片具有抑埴的绳纹印痕（图6）[5]或有竹篮、竹席、网状、筛孔等编织纹。“这些编织纹应

该像绳纹那样是由制作陶器的工具留下的印痕”（图7：1—4）[6]，均系先民们陶作的抑埴行为所形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中国社科院考古

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　双料混炼：是指利用自然泥土与其他材料按比例施水羼和，经混练后，形成具有一定黏结力及抗烧炼能力的坯

料，以其塑制的器物可承受一定程度的高温烧炼甚至可达炼而不裂的工艺。

[3]　陈向进、周海：《甑皮岩首期陶双料混炼工艺及陶雏器初探》，《江苏陶瓷》2016年第2期，第2页，图1。陶雏

器：是指采用“双料混炼”工艺，通过一定方式成型，未经烧制即可承受一定程度火烧，在使用中经火烧形成一定致密

度，而尚未完全陶化的夹砂泥塑器。

[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

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5]　胡大鹏、漆招进、韦军：《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

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25页，图2：1—5。

[6]　胡大鹏、漆招进、韦军：《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陶器》，《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

集》，第213—225页，图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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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甑皮岩首期陶“陶雏器”残片

图7  甑皮岩遗址编织纹（1—4）、几何纹印痕的陶片（5—8）拓片

图6  甑皮岩遗址带绳拍印痕纹的陶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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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某些图纹印记已具备了纯粹意义上的几何现象（图7：5—8）。此外，桂林的庙岩、大岩遗址

也有距今超过10000年以上类似抑埴图纹印记的陶器发现。

（三）其他遗存抑埴图纹印记的陶片发现

除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以及桂林甑皮岩经典遗址外，尚有多地史前人类遗址带有抑埴图纹印记

的陶片遗存：

1．广西南宁顶蛳山豹子头遗址曾出土过20多件完整陶器具[1]，年代距今10735±200至

9985±200年。其第一期出现的陶器图纹与仙人洞早期陶器特征相似，年代也大体一致，约在距今

10000年。[2]

2．兴隆洼文化是首次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的早期遗址，出土陶器以灰褐与黄褐色夹砂深筒直

腹罐类为典型。其纹饰以抑埴的网格和“之”字纹为特征，兼有横人字、席状纹等，年代为距今

8200—7400年。[3]

3．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下层存有8块陶片，测年要比此前发现的甑皮岩与豹子头石

器更为原始，属旧石器时代。遗址二期出土陶器均为残片，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器表多抑埴粗绳

纹或中绳纹。这些图纹印记与桂林甑皮岩第三期文化及南宁顶蛳山第二期文化的同类器物具有相似

性，其年代大致在距今9000年前后。[4]又如2003—2005年间，中美联合考古队对湖南道州寿雁镇玉

蟾岩遗址出土的此类早期陶器进行了系统14C年代测定，确定为距今18000年。

如此等等，这些陶器的发现和年代的确定，为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纹饰的追溯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二、抑埴图纹印记之经典造型客体

普遍认为，源于抑埴的启发，作为最早用于转印复制图纹印记的抑埴工具，到了新石器时期便

逐渐演变成为专属于制陶的抑埴工具——陶拍与戳模。这种原始单一功用的抑埴形式，成为后来玺

印萌发的胚芽。

（一）不同地域的拍式抑埴工具

陶拍作为制陶抑埴图纹印记的工具已为共识，陶、石、甲壳抑或木质均可为之。器形虽种类繁

多、各具形态，然其图纹印记多为或阴或阳的几何形状，诸如圈、点、同心圆、窝纹、平行线、斜

条、方格、菱形、斜线夹点、波浪、叶脉、蕉叶、席纹、回纹、云雷纹、夔纹等一应俱全，这些已

被印学界视为图形玺印的初始。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2]　李淀：《南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3]　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吕昕娱：《兴隆洼文化

陶器初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科版）》2007年第2期。

[4]　张龙：《广西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发掘报告》，《考古》2003年第10期；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

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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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50年代初，林惠祥先生在福建长汀县河田镇乌石岽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新石器遗

物1300余件，其中有20件为陶质拍式抑埴工具，他称其为“乌石岽陶印”（图8）[1]，其形制多为简

易方形，拍面也多为单一几何图纹。

1

4

2

7

3

109

图8  几何纹“乌石岽陶印”

2．1950年，浙江杭州老和山和黄家山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或遗物，“其中老和山遗址是

进过发掘的，出有大量石器和陶片。”[2]在老和山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出土了两件形制不同的陶质

拍式抑埴工具，虽属同出且皆具柄钮，然其体、面大相径庭：一为蘑菇形，弧形拍面有抑埴的凹陷

坑点纹（图9左）[3]；另一件为方形托泥板状，两面均带有帘席图纹（图9右）。这种经纬帘席图纹

抑埴转印技术的应用，可从河姆渡遗址三、四文化层中出土的上百件苇席残片实物（图10）[4]中得

以印证。

3．作为江淮地区新石器至殷商（公元前1556—公元前1046年）时期的安徽大城头遗址，位于

肥东阚集乡大程村，出土有大量石器、成品陶器及陶片等标本。1957年，胡悦谦先生根据安徽十处

遗址的发现提出：

淮河区的古代文化，含有很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在长江区的各遗址中出现硬质印纹陶，又

[1]　林惠祥：《福建省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图71—75。

[2]　华东文物工作队：《四年来华东区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第6页。

[3]　蒋缵初：《杭州老和山遗址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13页，图版肆5、6，图版

贰15。

[4]　仲星明：《中国古代印刷图形探源》，南京艺术学院学位论文，分类号：Y0301031，2006年5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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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江南区的特点。[1]

虽说当年对新石器时代遗存有了概括了解，但对抑埴有图纹印记的硬质陶时代认识不明确。所

出两件夹粗砂红陶质拍式抑埴工具：一件为椭圆形饼状，印面为线形不规则格纹（图11左）；另一

件为等边钝三角形状，印面叶脉纹（图11右）[2]。两器虽未准确测年，但鉴于两者的胎质，其年代

不应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公元前2500年）。随着肥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发现，

在证明江淮文明连续性的同时，也反映出了其陶质拍式抑埴工具出现的年代。

图11  几何、叶脉纹的两件陶印模

4．发现于1957年的江苏徐州铜山高皇庙遗址，相当于盘庚迁殷（公元前1320年）前后时期。

其第二层殷商文化层同时出土了长方或长三角形的多件陶质抑埴工具，其器面为蕨纹或人字纹饰，

器体两端双翘呈半弧形，体背有绹纹环形握把，呈抹泥板状。其长方形者（图12左）貌似秦兵马俑

[1]　胡悦谦：《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27—36页。

[2]　林惠祥：《福建省长汀县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图版一，10；图版三，5、7，第27页。

图9  蘑菇式与方形托泥板式陶印拍 图10  原始编织物苇席残片（约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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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射俑所穿方头履底（图13）；长三角形者以45°角观察状似牛角（图12右）。[1]这些抑埴工具看

似另类，却“具备印文（印面）、印体（印台）、印钮（印柄）三要素”[2]的基本条件。

图12  高皇庙遗址陶拍 图13  秦兵马俑跪射俑右侧履底

5．具有典型意义的商代（公元前1500—公元前1066年）夹砂红陶雷电击人图纹拍式抑埴工具

（图14）[3]，1961年出土于湖北汉阳。器呈椭圆形，有拍面与鼻梁握钮。其握钮面的下部有刻线人

物图纹，人呈正面四肢伸展式，表情目瞪口呆状，手足皆三指；头顶正中刻箭矢，其箭杆线过墙连

接拍面的两相方联雷闪纹。这类雷电击人瞬间状态的刻画，可谓简明精准，无论有否警示之意，此

器所具备的“玺印意义”的抑埴“三要素”不容置疑。

图14  拍面刻有过墙雷纹与握梁鼻钮人形纹相连的椭圆形陶拍

[1]　谢春祝：《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第12页，图版陆4—7之一。

[2]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徐畅：《安阳殷墟出土铜印——兼谈玺印的起源》，

《篆刻》杂志卷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　马自树：《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图0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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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划时代戳形抑埴工具的扛鼎之作

伴随万年仙人洞遗址抑埴图纹印记陶片的发现，从原始制陶工艺角度分析，抑埴图纹印记的戳

模应伴随制陶的发明而同时出现，只不过是由原初单一的弥缝修整功用，渐变为专门抑埴图案、印

记或标识、凭证符号的工具。这类抑埴工具的出现，于印学研究有着划时代意义。

1．河南舞阳贾湖“十”字陶戳

贾湖文化遗址“十”字陶戳印的发现，在受到考古界青睐的同时，更被印学界视为溯源的实证

而竞相考证、引用与转载。

作为淮河上游支流沙河与洪河流域的史前聚落遗存，贾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其年代

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5800年间，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1983年至2001年间曾进行过7次发掘。

其大量遗存的出土，把中国文字、音乐、酿造以及稻作农业史等上溯到了8000年前。发现的陶片种

类有泥质陶、夹碳陶、夹砂陶、夹蚌陶和夹云母滑石陶等，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器的所有类型。

考古学家俞伟超评价说：

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80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最重要的工作……，对我国新石器

早期遗存来说得到了迄今为止最丰富的资料。[1]

20世纪80年代，其前期遗址（二期、三期文化为公元前6600—公元前5800年）曾出土一枚

“十”字阴文陶质戳形抑埴工具，编号为“贾湖T108（3B）：2陶坠”（图15）[2]，徐畅先生认为：

图15  贾湖“十”字陶（戳）印

[1]　张居中：《舞阳贾湖》（上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俞伟超序。

[2]　张居中：《八千年前的书法艺术——河南贾湖原始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中国书法》2001年第1期，第32—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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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陶器钮部无穿孔，不能穿绳，如何能坠？故此陶器应为陶印模，专用于陶器泥胎的按压

之用，功用与陈簠斋所藏的“十”字形印迹极为相似。[1]

同时认为陈介祺所藏陶器“⊕”形抑埴图纹“印迹（图16）[2]为陶印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实物看，虽有“陶网坠”所具备的系绳凹槽，但我更趋同于徐畅先生的观点。无论“十”字的文

字学意义抑或带有宗教意味与否，也无须揣测凭信功用的有无，仅就其形制看，其抑埴功能显而易

见，不容置疑。可以说：贾湖“十”字戳形抑埴工具是中国玺印起源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前期的

第一实物。

2．河南渑池郑窑陶戳

图纹、印记的抑埴现象，在中原地区出现使用年代较早，实物资料多有出土。河南渑池城西

的郑窑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1985年郑窑第三期文化遗存（相当二里头三期）出土的陶质戳形

器（图17）[3]，孙慰祖先生确为“当是用于抑印陶器之类的戳记”[4]，古文字学家王蕴智先生认为

“此戳形器似具有徽识的性质”[5]。两者观点都有抑埴功用之识。

图16  陈介祺所藏陶器“⊕”形印拓

右面            左面        正面

图17  三面有刻划符号的郑窑陶戳

据14C年代数据显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被限制在公元前1900—公元前1500年的范围

内”[6]，缘于对该戳形器时代多持有大致相当于夏王朝中后期的观点，故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

较为适当。

该陶质戳形抑埴工具，长5.5厘米、宽2.3厘米、高20.0厘米，系泥质红褐陶，烧结温度较高；

[1]　徐畅：《安阳殷墟出土铜印——兼谈玺印的起源》，《篆刻》杂志二卷，第30页；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

1—2页。

[2]　转录于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2页，图1—3。

[3]　张居中、王良启：《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第91页，又图四一·6，图二九。

[4]　孙慰祖：《西周玺印的发现与玺印起源》，《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5]　参阅王蕴智《河南应该从文字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一文。

[6]　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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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呈方柱形，三面所刻符纹均为阴文，正面（2.3厘米×20.0厘米）通联刻划“田”字纹，两侧面

（分别为5.5厘米×20.0厘米）图形意义不明；其两端截面（2.3厘米×5.5厘米）各有圆形窝状凹

陷，凹陷周围刻弧线或直线。

从器形看，陶戳形器为长扁方柱体，棱角不分明，高20厘米，粗5.5厘米×2.3厘米，……

两端的凹陷圆窝理应是用以压抑的纹饰。压印于陶胚后，印迹则成凸起之乳钉，作为陶器装饰

之用。[1]

这种器型两端截面凹陷用于抑埴乳钉、同圆纹与三面阴刻为边款的论断，虽具理性，然从整体

器型看，似与西亚两河流域滚印有相同之处。是否可以三面滚动抑埴图纹、印记，我们不得而知，

但类似郑窑陶戳的这类图纹印记，在稍晚的江西清江吴城三期文化层所出的陶器中有三例，皆属于

抑埴而成，颇具徽识性质[2]。

“中国在秦始皇以前一千年已有印章，至周代，用玺已颇普遍。”[3]据考古发现，自西周中晚

期至东周，黄河流域等地的陶器已颇盛行抑埴图纹印记之风，大有替代刻划之趋。大量资料显示，

像这类圆点、圆圈乃至更为复杂的图纹，无论单独抑或连续抑埴，都能在史前至殷商时期陶器上找

到相应的表现。可以说，郑窑与贾湖遗址陶质抑埴工具的发现，足以表明中原地区是中华玺印的发

祥地之一。

3．湖北长阳清江香炉石遗址的两枚陶印

该遗址位于湖北长阳县渔峡口镇，年代最早为距今4000余年。自1983年发现到1995年三次发

掘，在获得“三代”大量文化遗物的同时，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甲骨和两枚商末周初的陶印。

两陶印（图18）[4]出土于香炉石遗址第四层，其年代为商末周初（公元前1100年前）时期。其

中：一枚印体灰黄，残长4.5厘米；印面圆形，阴刻，径1.9厘米；另一枚印体灰色，残长5厘米；印

面椭圆，阴刻，其长轴2.1厘米，短轴1.2厘米（图19）[5]。巴人早期历史，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

1000年新石器时代末至西周时期。“香炉石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有巴文化的明显特征，其时间也

正好与我国早期巴人的活动时间相吻合。”[6]中科院考古所陈公柔先生认为，两印出于早期巴文化

遗址西周时期地层中，应系巴人较早之印。有专家以文字学分析认为，两印文为“蔡”与“鲛”，

“蔡”与甲骨文接近，“鲛”可能与有巨口利齿的水生动物相关；然历史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则认

为，两印章应是巴人早期遗物，与汉字无关。

[1]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页。

[2]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摹记·清江吴城遗址陶器符号》，《书法报》1994年第29期；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

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

获》，《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3页。

[3]　凌纯声：《印文陶的花纹及文字与印刷术发明》，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1963（2），第144—

145页。

[4]　王善才：《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图十九。

[5]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第3页，插图一。

[6]　王善才：《香炉石遗址的早期甲骨和陶印章》，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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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两枚刻有图形的长阳陶印

图19  两枚刻有图形的长阳

陶印线描立体图及印拓

窃以为：抛开文字学角度，无论其功用该如何释读，就形制看，无异于早期刻划图纹、印记与

符号的一种抑埴工具。像此类陶质戳模抑埴工具，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遗址中多有发现与出土。

从仙人洞遗存的图纹印记陶片并结合制陶所需抑埴工具的形制分析，抑埴工具的出现应与其

年代大致相同。然而在长期的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见到比贾湖陶戳更早的抑埴实物，就现有资料

看，年代大都晚于公元前6000年。除地层的深度与存留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外，其遗址发现的地理位

置和发掘量，也是后来出土与否的重要原因所在。

三、抑埴图纹印记研究于印学之意用

抑埴行为从萌发到转化为陶作抑埴技术，是人类智力行为的进步。从将抑埴工具有意缠藤绕草

成绳，抑埴于陶坯留存图纹印记，渐变到图纹模印抑埴技术运用，不仅仅在于解决陶作复杂问题的

能力，更在于先民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方向。抑埴图纹印记的发现运用，使原始的陶作产生了

迈进，在提高产能效率的同时也增进了器物美感。这种陶作的工艺程序，迄今在世界很多民族地区

土陶作坊中依然延用，从中不难窥及古代制陶抑埴工具的演变历程。除陶拍、戳模抑埴实物工具的

出土外，带有抑埴图纹印记的史前陶器、陶片的大量出现，为进一步深入探究玺印生发与嬗变增添

了有力实证。

陶作虽不像冶铜炼铁因制作生产工具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里程碑，即便是在新石器时代也只作

为附属和替代作用的工具和材料。但是，陶器的发明作为人类迈向文明的肇端，它促使和稳定了人

类的定居生活，同时也推进了农业生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历程。

陶作技艺作为先民思想、情感外化表现的一种手段，抑埴行为留下的图纹、印记则体现了他们

的原始诉求与向往。这些颇具生活化的原生态符号，虽然是先民们二元朴素辩证意识的一种自然流

露，实质上却蕴涵了大量的民族审美意识的独特基因信息。作为原始陶器的遗存，尤其是所存留的

抑埴图纹印记，虽然不是文字，但它们毕竟是远去年代所留下的带有抑埴痕迹的实物，在体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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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的同时，更多地承载着悠久历史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外延，是反映史前人类生存侧面的活化

石，其所蕴含的古史信息弥足珍贵。

陶器虽易碎难存，但其陶作技艺中不断更新变化的图纹印记、形制等工艺特征的遗存，给我们

对年代的梳理、排序提供了原始的翔实信息。通过比较学原理，我们从其图纹印记种类与形制的组

合中，不但可以区分其考古学文化类型以及纵横关系，而且可以探究其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生活状

况与文化形态对玺印生发、演变的影响。有鉴于此，对史前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的挖掘、梳理，于印

学渊源流变的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说陶作乃玺印生发之母，那么，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的行为便促使了玺印的生发。我们试图

从抑埴陶器图纹印记的角度，去发现中国玺印更早的历史，但事实上，考古发现的比较、对照更能

说明问题。如前所述，贾湖遗址所出公元前6000年的“十”字陶戳、骨笛以及占卜用具，实证了中

国在文字、玺印、音律、数学、酿造以及稻作农业等领域的起源要早于西亚两河流域等各类文明两

千余年。鉴于抑埴图纹印记陶片的发现，故说仙人洞与吊桶环两处史前人类洞穴遗存陶片的抑埴图

纹印记，可称之为“玺印之源”的抑埴实物之祖，而贾湖“十”字陶戳的出现或可称之为“世界印

章之祖”的最早实物。

综上所述，原始陶器图纹印记抑埴行为现象的出现，对玺印的发生而言，其意义在于：

其一，原始图纹印记的抑埴工具，虽然简约单一，但从其抑埴行为与现象分析，它是玺印的原

始雏形；

其二，图纹模印抑埴技艺的出现，在使陶器图纹抑埴技术向前迈进的同时，也缩短了玺印演化

形成的距离；

其三，无论图纹印记的直接抑埴或间接复制，都离不开抑埴行为，其记载、传播信息的功能及

其抑埴行为技术的完善与成熟，必将给后来玺印的出现以启示与动力；

其四，原始陶器图纹印记抑埴行为现象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玺印生发。

从上述不难看出，无论从工艺技术角度还是从原理和设想考虑，说新石器时期图纹印记的抑埴

行为为玺印源头，都符合历史的事实。

四、结语

就一般意义而言，“制陶完全可能由不同地区的原始先民各自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发

明，而不一定需要其他地方人群的传授与教导。”[1]这已是考古界公认不争的事实。同样，通过大

量的考古学调查统计资料显示：玺印的出现并非某一地区、部族的专属，当一个集群部落文明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都能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发明、创造出来；它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必然结

果，并且在其生发演进过程中，能够依照自身需求而加以吸收、融合、改进和完善。正如刘启良先

生所说：

[1]　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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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并演化为传统，在文化传播中，既可以排斥外域文化，又有能力将外域

文化吸收过来为自己所同化，从而确保自己的个性和存在价值。[1]

随着地域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与研究，原始陶器抑埴图纹印记的发现为中华玺印自身起源说提

供了有力实证；在证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同时，也证实了它是源于本土自身连续发展起来的；与此

同时，也驳证了近年中国玺印源自两河流域这一学说的不确定性。这对于探讨世界玺印文化起源的

“多元”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若认可远古陶器图纹印记的抑埴现象为玺印萌发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江西仙人洞等遗址

的抑埴图纹印记陶片足以证明原始抑埴工具起源于中石器时代以前的早期人类活动时期。故此，我

们有理由说，中华玺印的历史毫无疑义可随之上溯到同期年代。这种源于人类本能行为的抑埴现象

的出现，远比两河流域等其他地区陶作的出现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不过由于各种不同的

原因，目前尚未发现同时期的抑埴实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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